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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广泛接触与交融的时期，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关注西方文化输入东方特别是中国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而对这一时期东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向外输出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全球化”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问题，“文化全球化”是其中必涉的话题。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早在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就已悄然出现，随着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日趋明显。本文拟探讨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思想，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中国佛教全球化的思考。

一

近代科学的发达，促进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步，使各国家、各民族之间交流变得快速便捷，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彼此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太虚法师看来，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频繁的交流既要求文化世界化，也为文化世界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他说：“现今世界交通，数月可环游地球，电信相传，片刻互达，于任何一市场，无不为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之人类所群集，实已有超脱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而搏合为一全人类之倾向。在此倾向上，盖已具有融化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种种文化之特长，而鼓铸为世界全人类文化之基础。”​[1]​就是说，历史发展到20世纪由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达，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民族被连结为一个整体，再也不能孤立存在。与此相应，其文化(包括宗教)也因相互之间的交流而融合，“鼓铸为世界全人类文化之基础”。说明太虚法师敏锐地意识到因交通、通讯的发达，必然导致世界性文化出现。
太虚法师认为，虽然人类文化千差万别，但都以宗教为集中点。​[2]​基于此，他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归纳成“三大线索”，亦即“三大系列”：其一，欧、美、澳洲各民族的文化。欧、美、澳洲各民族表面上所流行的大致是科学和工业的文化，但其骨子里还是二千年来的基督文化，如风俗习惯等以基督教的成分居多，基督教是欧美澳洲各民族文化的“总线索”；其二，红海两岸，即亚西和非洲各民族的文化，近今虽有一部分大起变动，然对于旧有文化不能一时完全毁灭，可以作研究这一区域各民族文化总线索的是伊斯兰文化；其三，亚洲各民族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总线索。​[3]​即从事佛学的研究可以得到研究亚南、亚东各民族文化的总线索。​[4]​应该说，太虚法师这一见解有其独到之处，至今仍能引起文化研究者深思。
基于上述归纳，太虚法师提出，要将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生活上相异点和相同点明白的揭示出来，使世人由共同了知而互相了解。进一步将这三大系的文化镕冶在一炉，使之铸成为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5]​这里所说的镕冶世界三大系统的文化实现文化世界化，只能从宗教入手，因为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宗教是文化的“集中点”、文化的核心。必须指出，太虚法师视宗教为文化的“集中点”，亦即文化核心，宗教全球化是鼓铸全人类文化的基础，揭示了文化世界化与宗教世界化的一致性。

二

文化是人类生活区别与动物生活的特征，具有将人类变成为文明的人类、野蛮生活改善为文明生活的使命。因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文化也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变迁。这是太虚法师对文化的总体看法。
由于科学的发达促进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激发人的欲望，导致全人类的道德的沦丧。这是当时知识界流行的一种看法，也是太虚法师的看法。他指出：科学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随着人们生活日益丰富，人们的欲望也随之高涨，与此相反，人类却失去故有的“道德中心”。“利用科学的知识与工具，尽量的向着大自然界去谋发展——所谓征服自然。故人类的力量愈形澎涨扩大，以欲望增高与力量扩大而引起的冲突，演成为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严重形势。”由于缺乏道德作重心，于是各人发展个己一切的本能，以谋个己生活欲望的满足。出现攫取掠夺他人的所有，从而“人与人之间，就起了互相冲突，互相残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各尽量的暴露他利己之兽性私欲，争斗残杀的空气，紧张地充满在地球上。”“耍救济这祸患”必须依靠道德，这种道德“仅就某人种、某民族一部份是不够的”，“是指全人类而言” 的。​[6]​显然，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要重铸新的世界文化，应该从重铸道德开始。而佛学对于道德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换言之，佛教文化对于建构全人类的道德乃至世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太虚法师看来，二十世纪的人类正面临原子弹的威胁，要将原子能由应用于战争以威胁人类转化为应用于民生日用，只有依靠佛教的感化力量。他说，原子能发展的前途如何很难预料。原子能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其应用。“如果原子能用于战争，不但破坏了物质建设，并且冲毁了人类道德心理的堤堰。”​[7]​更可怕的是，如果“再来一次原子战争将使人类世界整个儿毁灭！”要避免这种毁灭人类的事件出现，“需要宗教家崇高的道德”并“负起责任来共谋人类的幸福，国际的安定。”​[8]​他又说，我们“期望原子能供用之于交通器具方面的力量使他扩大，领导人类走向幸福而繁荣的世界。……在应用方面要有适宜的配合，这只有向佛教学理去探求。”​[9]​就是说，以佛教的学理引导对原子能的利用向民生日用方面发展。太虚法师呼吁：“今日世界的形势，欲永远防止战争，这正需要各种宗教家一致联起来，共同努力，发大善心，运大智慧，以慈悲博爱的精神来挽救浩劫，控制原子能的运用。”​[10]​就是说，原子能可以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也可以用于民生日用。用于前者将会毁灭人类，用于后者将造福人类。佛教家乃至宗教家应该联合一致，“以慈悲博爱的精神来挽救浩劫，控制原子能的运用”，使原子能的应用向利益人生的方面发展。
由于科学的发达，枪炮等害人杀人的器械也相继出现并威胁着人类。太虚法师说，广东的香港自开放以来，成“为西方生存竞争、物质文明输入中国之大门户”，固然使人民的“生活丰富”，但西方的“鎗炮、轮船、火车及种种害人杀人之具”也从香港输入中国，不仅如此，由于交通的发达也输向东方其它国家，使“东方民族受种种迫害，得种种不安宁而痛苦的结果。”​[11]​
太虚法师指出，“近世纪世界之混乱”不安的根源何在呢？他说：造成当今世界不安的根源全在贪、瞋、痴、慢。​[12]​要除去“种种不安宁之痛苦”，只有依靠“东方固有的最高尚、最和平的道德文化”。​[13]​太虚法师所谓东方最和平最高尚的“道德文化”是指以佛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他又说，“若无最高无上之佛学为之指导，则永无澄本清源之日。”​[14]​民国12年以来，“学潮澎湃，国人咸惕然兴起，始研究实学，考求真理，乃克知佛学为一簇崭全新之救世大法，不限于古代，不局于东土，尤不拘于出家之僧尼，而确有遍及现代世界各国永久不替之可能性，与现在世界上各色之人众皆具有密切之关系焉。”​[15]​显然，太虚法师将佛教文化视为与全人类有密切关系的“救世大法”。
在太虚法师看来，作为人类文化“集中点”的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于：其一，宗教能集中社会人群思想与信仰。太虚法师说：“宗教是适合某区域、某时代人们心理上普遍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宗教“有一重要的意义就是集中现在(即当时)使社会人们的思想和信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16]​；其二，宗教具有凝聚人群的巨大力量。在太虚法师看来，“个人与个人之间为着生活上关系，使之有适宜组织成为社会的结合，要算宗教的力量最为伟大。”“在各种宗教产生时，都能把当时人们信仰精神结合起来，成功为共同一致的行动。”​[17]​这里所说的“宗教”当然包括佛教。因此，太虚法师认为，只有发挥佛教上述两方面的功能，将全世界的人凝聚起来，依靠“佛法慈悲利他”精神，才能做到“自利”与“他利”兼具，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18]​其见解不无道理!


三

佛教何以能够成为重建二十世纪人类道德标准呢？
在太虚法师看来，社会的构成与宇宙的构成都是由“诸法众缘生”，由于“诸法众缘生”决定了人类“利他兼利，害他兼害”。他认为，佛教的宇宙观毫无神秘的意味，因为佛教既否定“印度神造世界的宗教”，也否定宇宙起源于“特定不变的本体”。宇宙万有无论大小都是由众缘互相和合，“谁也不能灭谁的，因为消灭其它，同时就是消灭自己。宇宙是万有众缘所集成，故万有的本身，也即是依万有为众缘所集成故。佛教把这宇宙观运用在人生的道德方面，就成为：‘利他成为兼利，害他则成兼害’。”因为“我们所以求自己的利益，而个己并没有离开其它的群众，就是自己生活的来源。倘若害他，那就是断绝自己生活的来源。反之，为群众谋利益，也就是培养自己的来源。因为其它的群众就是构成我的或我们的国家社会众缘的原素，所以有我的个己存在。同时，因我的个己，也为构成其它国家社会群众众缘的原素，所以有其它群众的存住。由这众缘成故的关系，利害得失既不能独享，也不能独免。万有构成的宇宙和人群组成的社会，其原理是一样的——所谓诸法众缘生。”​[19]​就是说，宇宙间的事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成，彼此相互依存，“利他兼利，害他兼害”的佛教人生道德观是这一宇宙观的体现，因此佛教宇宙观可以成为重建人类道德的依据。
科学与民主被视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要素，发展科学与民主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能否适应这一趋势成了当时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有生命力与价值的准绳。在太虚法师看来，科学与佛教之间存在同一性。他说：一方面，“科学所发明的，不出于因果律的范围。功利主义的科学是佛法中因果之一部门；佛说因有十，果有五。科学是物质现象的一种，他是变动的；而佛教的教理是不变的。故说佛法是理智的，是现在的将来的原子理论。”​[20]​另一方面，世界各宗教中“于科学生活中最适宜的唯有佛教。……因为佛教教义通得过科学的，因为佛法是理智的；其它宗教都是以感情来接受的。”​[21]​他说：近来欧美人甚至说：“佛教是科学的宗教”。​[22]​就是说，佛教能够适应科学与民主潮流并造福于人类。
在太虚法师看来，传统佛教自他兼利的“菩萨行”可以作为当代的道德楷模。他认为：古代的“宗教道德”与“道学道德”之所以被科学推翻，主要是因为前者不是建筑在人类自身之上，而是建筑在神权基础之上；后者仅凭某种思想，没有形成全人类共同的坚强的信仰信念。只有佛教才能作为“今后人类道德的标准”。因为“从佛学的宇宙观，演成一贯的人生观，即可以重建今世全人类所需要之道德标准的根据。”​[23]​他说，佛教之道德方式有三种：“一、佛教道德的基本形式是自他相对的，一面是自身，一面就是其它的；一个人、一个团体、全人类乃至全宇宙，在他方面不能离开个己的自身，同于个己不能离其它的全体一样。二、以不害他为消极的道德。三、以能利他为积极的道德。后两者，是从明白了前者自与他的真相出发的行为，就是佛教中所谓菩萨行。”​[24]​他认为，现代世界缺乏的是“自他兼利的菩萨行的人”，而佛教中所指的菩萨并非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称谓一种有改造宇宙、改善人生的伟大思想的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发这样大心，那末我们每个人都是菩萨了。​[25]​显然，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是人类道德的楷模，每个人都能依佛法修行而成了“菩萨”，人类就能永久太平并不断进步。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以上理由，确信佛教能够世界化而成为重建二十世纪人类道德标准。必须指出，他所要推向世界的佛教不是“旧佛教”而是变革了的“新佛教”，即“清算往昔因袭退婴的旧佛教之弊，而助长其澎湃之新佛教的形态”。为此，他一方面“讨究世界之思潮动向与夫现下之政治、经济、外交于其外”，另一方面“谋刷新佛教之教理、制度、事业等于其内”​[26]​，致力于佛教变革。

四

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在太虚法师的思想中是一回事。在太虚法师看来，要建立世界性的文化，各民族之间必须平等对话。他说：“民族与彼民族之间，因文化生活的不同，不能互相谅解，在在易引起彼此互相异视、互相排拒。如我们视外国人为洋鬼子；反之，外国人对于我们中国人，自然也是这样。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不同的缘故。”​[27]​他又说：“所谓世界文化之进展，与夫国际之亲善，实发生于国民相互之精神的融合”​[28]​可见太虚法师是基于佛教的平等观而主张各民族文化要平等对话，才能推广文化世界化。
太虚法师认为，东西方宗教都有将自身“过去优良的文化承继过来，同时向着将来新的园地去开展新的文化”​[29]​的能力，而佛教则不尽然，“唯有佛教文化，有融摄东西新旧文化，铸为全世界文化之可能”。​[30]​佛教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推行佛教文化的世界化，达到镕铸世界文化之目的，不只是东方人士的使命，东西方人士必须携手并进。民国12年(1923)，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法师希望这次会议“若得中西人士共资探讨，以为佛教传布世界之媒介，何幸如之！”​[31]​不过，太虚法师更强调东方人士在推行佛教世界化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中国佛教徒应该将欧洲佛教的发展引向正确的轨道。因为“欧洲的佛教尚在萌芽时代，各依其国情民性及所见的方面，大有偏执一端的趋势，此则应以能综合佛教大成，且超于欧洲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中国佛教徒导之使入于佛法真正轨道！”​[32]​为了推行佛教的世界化，太虚法师试图创办“世界佛学院”，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达到“增进人生之福慧，造成世界之安乐”之目的。​[33]​太虚法师于1926年在厦门南普陀寺讲演时说：厦门是与香港并称的中国两大门户之一，只有将中国“最高尚、最和平的道德文化”通过厦门这个大门输出，“照破西方的黑暗，方奏神效”。厦门有这方面的优势，“南普陀之闽南佛学院，为近时国内各佛学院中之比较良好者，地方信士亦有从之研究者，若能将此佛学精神发扬以渐达南洋，则可普及世界。”​[34]​太虚法师于1928年在星洲中华佛教会讲演时说：“东方民族本多信佛，但以无组织，而不能有伟大能力表现”，星洲各界人士信仰佛教的热情一向很高，现又创办了印度与中华两个佛教会，这是值得关注的。​[35]​他指出：“星洲为南洋之中心，亦为东西洋往来之枢纽”，“希望能由此有组织之佛团，发展为全南洋之佛教组织，渐至联络东西洋而为全球之佛教组织，而发挥佛教之光辉于世界”​[36]​
在推行佛教世界化中，太虚法师深感“各国联合共进之必要”。他指出：“宏宣佛化于世界，实为今日唯一之大事；而能负此宏伟之责任者，厥为中、日两国之佛教徒，深愿中、日国民，于此有共同之觉悟，而中、日两国佛教徒，于此能奋发有为也！”​[37]​他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中日佛徒联谊会上说：“东西各国，惟日本能保存各国输入之佛学，又能融贯西洋哲学之所长。深望中、日两国从事于佛化之共作，俾成为东方最高之文化。”​[38]​他还与日本居士玉慧观、山田谦吉等创办“寰球图书馆”并呼吁“中外诸君协力扶助”！试图通过这一图书馆的设立“萃集东西各国之佛教图书，为世界佛理之新结集”。​[39]​日本欲将取自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而中国人士则认为，此种举动有文化侵略之嫌疑。太虚法师认为：“日本应改变‘办对华文化事业’之观念，建立‘联华庚子赔款’之标帜，联华则为平等联合，而非以此番主张对付彼方之不平等手段，共兴佛化，宏布世界，则全世界国民皆弭息争战而享和平幸福。”​[40]​就是说，日本应该将庚子赔款用于“共兴佛化，宏布世界”，使全世界人民“皆弭息争战而享和平幸福”，这既不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又有益于世界和平。后来，他在科仑坡非的雅兰开僧学院讲演时说：“希望中国与锡兰以后多多来往，共同将世界佛教推进！”​[41]​事实上，太虚法师不仅努力促进亚洲各国的佛教徒携手推进佛教世界化，还亲自前往欧洲英、法、德等弘法。过去中国人赴欧美是向欧美人学习，“而太虚今乃去教欧美视为创举。”​[42]​太虚法师在欧美各国所到之处，通过讲演佛法、商办“世界佛学院”、接受欧美人为皈依弟子等途径推进佛教世界化。法国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就是1928年太虚法师在欧洲弘法期间皈依太虚法师，并成为其后法国传布佛教的中坚力量。

总之，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的思想与实践虽然受当时中国知识界“西方文明破产论”的影响，试图以“东方的药”治“西方的病”，但其世界化思想本身及其为此所作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佛教不仅仅是东方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西方社会也有裨益。太虚法师敏锐地意识到，由于交通、通讯的发达，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小，联系空前密切，必然出现世界性文化。认为文化世界化与宗教世界化的一致性，佛教徒必须契理的前提下契机，向西方各国弘法，以期对构建人类新的道德标准，乃至全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可以说这是佛教在近代中国“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当前佛教全球化的思考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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